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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宜兴亳村陈于泰的评价失真问题

汪 莉 夏维中
( 南京大学 历史学系，南京 210093)

摘 要:一般而言，士大夫在王朝更迭之际对新朝故国的态度及表现，应是其获得历史评价的第

一依据，但也不尽然，明末清初宜兴亳村的陈于泰就是一个例子。某种程度而言，宜兴民变实际上已

经给陈于泰的道德形象定了格，并使其成了晚明缙绅贪婪形象的符号。更可悲的是，随着明亡之后

汉族士人痛定思痛、自我反省的不断深入，加之新朝的有意渲染，陈于泰的这一形象不仅在身后毫无

反转的可能，反而还被继续强化。陈于泰在明清鼎革中的真实表现，自然也被有意无意地忽视。这

一实例提醒我们，由于明清之际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一时期的士人评价之难度要远远超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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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陈于泰带来的疑问

明清鼎革，天崩地坼。面对大变局，晚明士人或殉或降、或仕或隐，不得不作出其人生的重大
抉择。而在天下底定、新朝稳固之后，官私史家便开始按照约定俗成的标准，来确定各类人物的
历史定位，冠之以忠烈、贰臣、遗民之类的名目。这一工作，以《明史》的定稿而告一段落。此后，
相关的增补、修订虽一直在进行，且其中又以遗民类最为活跃①，但就整体而言，皆属拾遗补缺性
质，因为其基本格局已大致定型，并长期为后人沿用。然而，当接触到具体的个案时，就会发现一
个有趣的现象，即有相当一批历史人物，并没有获得名副其实的评价，他们留给后人的是另一种

完全不同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错位现象的形成，似乎不是因为撰史者的无心之过或史料
的缺失，而是另有某些心照不宣的隐性甄选标准。也就是说，某些士人获得的历史评价或形象，
并不是来自于他们在明清鼎革中的真实表现，而是另有所据。这当然是一个必须重视的大问题，
因为按照春秋传统，士大夫在王朝更迭之际对新朝故国的态度及表现，应是其获得历史评价的第

一依据。这种评价标准，在清朝少数民族政权替代明朝汉人政权这样的特定时期，更属大是大
非，非同小可。但事实却未必尽然，今天重新斟酌清人的相关评价，不合此例者也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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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钱仲联先生曾对此作过总结:“于是后人之撰《明遗民录》者遂蜂起，其著者如邵廷寀、黄容、侯登岸诸家及朝鲜人之书，或
收于作者之专集，或孤存钞本于海外秋津之文库，或存钞本于青岛博物馆，或为国人客韩时所得钞本之影印。清末明初陈
去病、孙静庵俱有《明遗民录》。又有以地域为区分者，如陈伯陶之《胜朝粤东遗民录》、秦光玉《明季滇南遗民录》是已。此
皆言其书之现存者，其他文献所载，有志于编撰明遗民事者如李应机辈犹不计也。”( 钱仲联:《明遗民录汇辑序》，谢正光、
范金民编:《明遗民录汇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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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要论述的宜兴亳村陈于泰，就属于这样的个案。按照传统的史料，陈于泰的评价早就
盖棺定论。崇祯六年宜兴民变以及真假难辨的相关传言，让他成为晚明“乡官虐民”及交接权贵
攫取功名的标志性人物。明末以来的官私史家几乎都依此评价，对其有关事迹互相转抄，增饰叠
加。更有甚者，自明末清初以来，凡不符于上述形象的其他事迹，明显被有意过滤、废弃，几乎不
传于世，以至于后来连一些基本的问题也难以说清，更遑论其他。但是，近年来偶尔发现的残存
史料，如吴伟业( 梅村) 所撰的《翰林院修撰陈公墓志铭》( 以下简称《墓志铭》) 等，却给我们提供
了一个重新认识陈于泰的契机。那些尘封已久的材料，展示的却是与原先形象大相径庭的另一
个陈于泰。因为按照陈于泰在鼎革前后的真实表现，他完全有资格被归入遗民一类。
那末，本应列入遗民的陈于泰为什么会被长期有意遗漏? 入清以来的官私史家，何以无视陈

于泰在鼎革之中的真实表现，而要长期维持甚至不断强化早在此前就已定格的符号化形象? 由

此推之，当时清人所建构起来的有关明末清初的诸多士人形象及其评价，其标准是否完全客观、
内容是否完全真实? 今天看来，这些问题似可斟酌，值得推敲。

二、对陈于泰的传统评价

宜兴亳村陈氏是晚明江南望族。其中陈于泰一家的科举功名最为显赫。陈于泰( 1596 －
1649) 本人为崇祯四年( 1631) 辛未科状元，其父陈一教( 1564 －1628) 为万历二十九年( 1601) 辛丑
科进士，其弟陈于鼎( 1600 －1661) 为崇祯元年( 1628 年) 戊辰科进士。父子三人皆为进士，在当
时成为天下美谈。但是，这一显赫的家庭，与同为一族的陈于廷家族( 子陈贞慧、孙陈维崧等) 相
比，其历史评价却有着天壤之别。陈于廷生前就已是享誉天下的东林党魁，崇祯八年( 1635) 过世
后更是如此。其子陈贞慧( 定生) 为明末四公子之一，在崇祯时期就已有相当声誉，入清之后更是
被视作江南遗民的代表性人物。其孙陈维崧高中康熙博学鸿词一等第十名，朝野对其才情好评
如潮，也无人纠缠此举的名节问题。相反，陈一教父子却是声名狼藉，盖棺定论，自清初以来绝少
变化。
按惯例，地方志书一般皆热衷于本地科名的渲染，对缙绅家族褒多贬少。但宜兴志书对陈于

泰这位状元的记载，却仅有寥寥数语，且还附记于其父陈一教事迹之后。如由同族陈维岱参与撰
写的康熙《重修宜兴县志》中，仅在记述陈于泰之父陈一教赡兄携弟、抚养诸侄等事迹之后，以寥
寥数语，简要提到“子于泰，辛未状元，官修撰，后以隐逸终”。① 更多的是对陈于泰的负面评价。
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记述陈于泰家族豪奴横行乡里激起民变之事;另一类是记述陈于泰状元名不

副实之事。而以上两事又直接与同乡首辅周延儒扯上关系，理由是陈、周两家是娅亲，周延儒不
仅为陈于泰考中状元通了关节，而且在宜兴民变中周、陈两家共同罹祸，在善后事宜中利益相同。
对陈于泰的这方面的评价，赵翼《廿二史札记》影响很大。赵翼不仅把周延儒、陈于泰两家

并列，而且还明确指出宜兴民变的肇事者是两家弟子:“至如宜兴周延儒方为相，陈于泰方为翰
林，二家子弟暴邑中，宜兴民至发延儒祖墓，又焚于泰、于鼎庐。”②

陈于泰与周延儒一起，还大量出现在相关人物的论述中。如蒋英是当时处理宜兴民变的地
方官之一，其相关记载就涉及陈于泰。张廷玉《明史》卷二四五《蒋英传》:

蒋英，嘉善人。举进士，历知松溪、漳浦、宜兴。天启时，由南京验封郎中，出为福建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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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康熙《重修宜兴县志》卷八《孝友》。陈维岱为亳村人，其父陈贞达，为陈定生之兄，陈于廷之子，与陈于泰同族。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三四《明乡官虐民之害》，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 7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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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遂遭珰祸。忠贤败，以故官分巡苏、松，坐事贬秩。未行而宜兴民变，上官以英先治宜
兴，得民心，檄之抚治。宜兴非英所辖，辞不得，则单骑往谕，惩豪家僮客数人，令乱民自献
其首恶，乱遂定。宜兴故多豪家，修撰陈于泰、编修陈于鼎兄弟尤横，遂激民变。群执兵
鼓噪，势汹汹。赖英，事旋定。周延儒方枋国，与陈氏有连，衔英，再贬两秩，遂归。

正史的记载，又为其它类史籍直接转抄。如《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一九《宦业》:

蒋英，字瞻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魏忠贤败，以故官分巡苏松，坐事贬秩。未
行，而宜兴故多豪家，修撰陈于泰、编修陈于鼎兄弟尤横，因事激民变，群执兵鼓噪，势汹
汹。上官以英先治宜兴得民心，檄之抚治。英单骑往，令乱民自献其首恶，事旋定。而
周延儒方枋国，与陈有连，衔英，再贬两秩，归。

再如佚名编《明季烈臣传( 四) 》《蒋英传》:

蒋英，嘉善人，举进士。历知松溪、漳浦、宜兴，天启时由南京验封郎中出为福建副
使，遂遭珰祸，忠贤败，以故官分巡苏松，坐事贬秩。未行，而宜兴民变，上官以英先治宜
兴得民心，檄之抚治。宜兴非英所辖，辞不得，则单骑往谕，惩豪家僮客数人，令乱民自
献其首恶，乱遂定。宜兴多豪家，修撰陈于泰、编修陈于鼎兄弟尤横，遂激民变，群执兵
鼓噪势汹汹，赖英事旋定，而周延儒方枋国，与陈氏有连，衔英，再贬两秩，遂归。①

祁彪佳是参与宜兴民变善后的重要地方官，其相关事迹同样涉及陈于泰。张廷玉《明史》卷二七
五《祁彪佳传》:

出按苏、松诸府，廉积猾四人杖杀之。宜兴民发首辅周延儒祖墓，又焚翰林陈于鼎、

于泰庐，亦发其祖墓。彪佳捕治如法，而于延儒无所徇，延儒憾之。回道考核，降俸，寻
以侍养归。家居九年，母服终，召掌河南道事。十六年佐大计，问遗莫敢及门。刷卷南
畿，乞休，不允，便道还家。

其弟祁熊佳所撰《祁彪佳行实》也有类似记载:

三月奉代巡苏、松命。时宜兴方有豪奴乱民之变，奉旨屡促受事莅任。……先时，

三吴宦仆凌小民，宜兴为甚。乡绅陈一教，二子皆居翰林，势赫奕，豪仆肆毒，激地方变，

焚陈氏室庐，发其祖墓，奸黠者乘机旁掠，恃罪拒捕，几成大乱。朝议咸推先生有定变
才。先生即先巡历，首正豪奴罪以平众愤，次擒首乱以伸国宪，变遂定。②

另一类评价多称陈于泰因交接周延儒而高中状元。如《明史》就明确把陈于泰获得状元一事与
周延儒的致仕联系起来。《明史》卷三〇八《奸臣传》“周延儒”:

四年春，延儒姻娅陈于泰廷对第一，及所用大同巡抚张廷拱、登莱巡抚孙元化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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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家图书馆分馆编，苏晓君、俞冰主编:《稀见明史史籍辑存》第 26册，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
祁彪佳:《祁彪佳集》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 236页。另见陈鼎《东林列传》卷一一《祁彪佳传》( 文渊阁四库全书
本，第 458册，第 305页) :“而宜兴乡宦陈一教奴客播虐，怨家刑牲焚其庐，劫其财，肆其尸坟。彪佳先捕诸奴客正法，平众
心。且尽追还所占掠男女田产，而奏夺陈氏父子官，然后治诸怨家之为乱者。时彪佳回道居上考，而旧辅周延儒与陈氏僚
壻怨彪佳执法，阴嗾中官驳彪佳，下其等降级，上亲索笔改罚俸，当是时人憾彪佳冤，而犹幸上之知也。”王思任编《祁忠敏
公年谱》、王思任编梁廷楠龚沅补编《祁忠敏公年谱》( 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明季烈臣传( 七) 》《祁彪佳传》等也有类似
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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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时论籍籍。其子弟家人暴邑中，邑中民爇其庐，发其先垄，为言官所纠。兄素儒冒锦
衣籍，授千户，又用家人周文郁为副总兵，益为言者所诋。……六年六月引疾乞归，赐白
金、彩缎，遣行人护行。体仁遂为首辅矣。

《明史》与此相关的记载，另有卷二五六《毕自严传》、卷二五八《吴执御传》、卷二六〇《余应桂传》:

【毕自严】御史余应桂劾自严殿试读卷，首荐陈于泰，乃辅臣周延儒姻娅。自严引
疾乞休，疏四上，不允。
【吴执御】又劾首辅周延儒揽权，其姻亲陈于泰及幕客李元功等交关为奸利。初，
执御行取入都，延儒遣元功招之，不赴，至是竟劾延儒。
【余应桂】崇祯四年，征授御史。劾户部尚书毕自严朋比，殿试读卷，取陈于泰第
一。于泰者，首辅周延儒姻也。劾延儒纳孙元化参、貂，受杨鹤重赂。帝方眷延儒，责应
桂。未几，贼陷登州，元化被执，应桂再疏劾延儒。帝怒，贬三秩视事，应桂引疾归。

以前能见到的有关陈于泰的史料，大致如此。单就史料而言，上述相关记载，明显存在相互转抄
的痕迹，而《明史》之类的正史似乎是最重要的史源之一。问题在于《明史》的相关评述，是否一
定确凿? 其依据何在? 当我们试图验证时，就会意外地发现，有关陈于泰及其家人陈一教、陈于
鼎的材料，竟然少得出奇，明显不合常理。那么，像这样风云一时的人物，其现存的史料何以如此
之少? 他们的史料是怎么消失的?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寻找那些可能幸存的史料。

三、陈于泰在明清鼎革中的表现

陈于泰在入清以后的表现，几乎没有记载。前述宜兴方志中的寥寥数语，似乎是仅见的史
料。幸运的是，近年来不断有新的史料出现。其中最重要的是谱牒材料。严迪昌先生首先从亳
村陈氏后人访得《宜兴亳里陈氏家乘》( 以下简称《家乘》) 残本，并加以零星引用，让世人获悉该
谱仍幸存于世。① 这一重大发现，使陈于泰的重新评价成为了可能。
《家乘》中保留的《墓志铭》，提供了陈于泰最为重要的生平资料，其中包括其在明清鼎革中
的表现，而其作者就是与陈于泰有同年之谊的大名鼎鼎的吴伟业( 梅村) 。
吴伟业撰写此文的时间，并非像严迪昌先生所推测的那样是“作于顺治七年至十年之间，即

出仕清廷之前”②，而应该是顺治十四年( 1657) ，此时距陈于泰去世的顺治六年( 1649) 已隔七年。
陈氏子女之所以要在此时乞请吴伟业撰写墓志铭，是因为陈于泰之正妻吴氏在前一年过世，夫妻

要合葬在宜兴张渚黄龙山。当时吴伟业刚从北京南归。③

《墓志铭》颇费心血，前后长达 2 000 余字，且未受润笔，语出惊人，绝非一般应景文字可比。
此铭三百余年来一直束之高阁，鲜为人知，故在此不避繁琐之嫌，尽量照录全文。奇文共赏之余，
也不辞固陋，稍加评析，以求教于方家。
《墓志铭》先是交代了陈于泰两子求铭的经过:

康熙丁酉之秋，余系舟于山堂，坐白椎庵。宜兴同年陈谦茹之两孤出米和尚为其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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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严迪昌:《阳羡词派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第 30 －33 页。江苏省宜兴市档案馆保存着一部《宜兴亳里陈氏家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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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师轼:《梅村先生年谱》卷四“十四年丁酉，四十九岁。二月，归里”。吴伟业编:《吴梅村全集》《附录二》，李学颖集评标
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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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来乞铭，且长跽啜泣而前曰:先人见背之日，弟妹环侍，嫁娶未理，析产殆尽，贫无以将

敬，若何?

文中“康熙”，应是“顺治”之误，“山堂”也应作“山塘”。当时吴梅村正在苏州山塘白椎庵，陈于泰
长子陈铉、次子陈璿专程赶来为父求铭，此前两人已经求得米和尚为其父撰写的《行状》。米和
尚，原名薛寀，字谐孟，号岁星，常州武进人，崇祯四年进士，官至开封知府，明亡后出家为僧，更号

米堆山，卒于康熙二年( 1663) ，是著名的江南遗民。① 梅村在承应之余，突然话锋一转，对当时墓
志撰写中盛行的阿谀之风甚为不满，严词批评:

余曰:岂在是哉! 余与尊公同榜进士，同赐及第，同读书馆中，知莫知于我矣。今以
此事相属，谊无所辞，但有说焉。凡为志铭者，皆据状以立言，有褒无贬，谓为谀墓之文，
多出自孝子之意，不足以传信，故蔡中郎自言生平作碑版文，惟于郭有道为无愧，而尼山

题李子墓，十字之外无溢辞，圣人之严如此。今则不然，张其门绪，必至于无稽; 侈其事
功，同归于不信; 甚而有以恶为善、以奸为忠、以伪为诚、以愚为哲，恣意罔象，大反其人
之所为。子孙拜而受之，勒诸贞砆，嗣以梓枣，唯恐世之不尽见闻，岂知天下之耳目终不
可掩，而彼之所恃以千古者，适足俱一朝之喷饭耳，则亦奚所取焉。

梅村之所以不厌其烦，费如此笔墨，实有深意，其目的就是要大破这一陋习，如实书写陈于泰:

尊公乃当代不朽之人，赋性率直，其在金马门多不理于口，然皆小节也。浩气磅礴，
大闲不逾，间涉曼倩诙谐、平舆月旦者，又何害哉? 余既诺所请，意欲举吾友之平日吾所
知者，美眚并胪，大破古今墓版之陋习，二子勿以为怪。铉与璿顿首颡曰:唯大人命!

梅村在此段文字中，实际上已为陈于泰的评价定了基调。梅村称其为“当代不朽之人”，性格直
率，大节不亏，但也不免放荡诙谐，好臧否人物。而最为重要的是吴梅村对陈于泰明亡后的表现，

如实写照，并给予了高度评价，甚至于把陈于泰与同乡忠烈堵胤锡、卢象昇相提并论，称之谓“宜
兴完人”、“孤忠”:

甲申之变，公哭于苏之郡学，绝而复甦，撤版扉舁而归。明季巡抚霍达疏荐公可大
用，时王坤在内干政，将理宿怨，在廷哗然。坤终畏人言，降内票问翰林院应补授何职，
公未受任，遽上封事，言臣不愿居内，乞授军前一衔，事济，虽卑秩何恨? 不济，甘与史可

法同死。因极言四镇之难制，从中不无首鼠者，将相不和，其责在相，叠叠千万言，为马、
阮所切齿，用舍正未定，而王师渡江，南都不守，前此皆梦中呓矣。公遂不归，披缁于白
门天界寺，叫嚎悲咤，禅众以为不祥。
经岁来吴门，与熊愚山、姜如农、薛谐孟、万永康诸人，晨夕相往还。按抚两荐，无地

可匿迹，在荒庄卧复壁中，食饮缘墙而下，病且革，犹一情区区，早夜呼慕，眼鼻流赤，哀

声时断续，备极惨苦而逝。
言及此，陵之罪通于天矣。搁笔，弟子进而问曰:陈公忠则忠矣，夫子数称其孝，何

也? 余曰:定省承欢之节且无论，以一介书生，橐寸管，羁旅京师，登进士，胪传为第一

人，显亲扬名，孝有大于此者乎? 天下未有大忠而不孝者。义兴固多完人，九台卢公縻
躯斗场，牧友堵公皭然不滓，与公为三。嗟乎! 父母之故哀有已时，慕君而困死无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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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谢正光、范金民编:《明遗民录汇辑》，第 9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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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公者，可谓孤忠也已。

据梅村所言，陈于泰在甲申之变后，曾一度请求亲赴沙场抗敌，壮志未酬而清军已占南京，福王政

权崩溃。陈于泰无奈之下，躲进了南京南郊的天界寺，整日哀号不已。后又赴苏州隐逸，与熊开
元、姜埰①、万永康等遗民来往。为不仕新朝，陈于泰最终躲入乡村，病死荒庄，晚景凄凉。梅村行
笔至此，联想到自己迫于压力而出仕新朝、气节尽亏的惨痛经历，不堪回首，羞愧不已，故有“言及
此，陵之罪通于天矣”之自叹。

四、从残存作品看陈于泰入清后的自我定位

陈于泰在明亡以后有着非常明确的自我定位，不仕新朝应是其底线。而从现存的陈于泰入
清后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出陈于泰强烈的故国倾向。
陈于泰的诗文几乎不传于世。幸有《家乘》保存了寥寥几篇。现存明亡之前奏疏、对策各一

道，入清后文一篇、诗十五首。② 修谱者的解释是:“公平生著述甚多，不能备载，即病中前后所
吟，凡百余篇，亦难尽录。兹特择有关祖德者登知谱牒，聊以明典型之未泯，手泽之犹存云尔。”
“先人著述，美不胜收，兹因集隘，自奏疏外，概不敢录，殿撰公甲申、乙酉诗，本忠孝至情……”③

其实，修谱者不敢多录，恐怕不仅因为篇幅的限制，更深层的原因是这些作品的内容十分敏感。
陈于泰现存的诗作，分别写于甲申( 1644) 、乙酉( 1645) 两年，正是明清鼎革的关键岁月。如

甲申“恸哭诗”十首，作于五月初五端午节。而此日的前两天即五月初三日，已获崇祯帝噩耗的南
京正式拥立福王监国( 后于五月十五称帝) 。陈于泰的这些诗作，既有对故国、故主的怀念和悲
痛，又有对明末文武官员误国行为的强烈不满，但更多的是表达自己虽深受皇恩却回天无力的万

般无奈。如《其一》《其二》《其九》就属此类:

曾厕词林侍殿班，也愁杀气满龙颜。兴除直欲一朝尽，批答真无片刻闲。
劫运干支逢百六，乾行亢晦际多艰。辟兵续命虚佳节，北望长号血泪潸。( 其一)
弟兄通籍尽崇正，世受皇恩莫与京。曾抱孤忠抒谠论，反遭群咻诮沽名。
生于全盛惊分裂，托在东南怯战争。报主有心无力致，一腔热血向谁倾。( 其二)
十载忧民虑土崩，今思忏国愿为僧。虽然孤愤年年结，实是隆恩世世承。
强欲遣排无可解，即思恢复杳难凭。凝眸北望犹疑信，一对蒲觞更拊膺。( 其九)

陈于泰空负一腔热血，难以施展，因此也对当时南京的政局十分失望:

侠气从来贯一腔，热肠今日赴三江。榴花如沥杜鹃血，艾叶空浮绿蚁缸。
长命缕丝徒诳女，朱符蝎虎岂安邦。金陵争谒中兴祖，我独挥弹向北窗。( 其十)

入清以后，陈于泰写下的诗文当为数不少。如仅在顺治二年冬到三年夏这半年中，陈于泰就曾作
诗五十首。前引《谦茹公病中吟并序》记:“乙酉孟冬，卧病至丙戌孟夏，犹呻吟床箐，其间诸症转
从，不可名状，医家妄投之剂，概不敢尝，唯念书香无继，世德莫传，作诗自状，兼借以祷，得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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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开元，字鱼山( 族谱误记为愚山) ，嘉鱼人，天启五年进士。明亡后弃家为僧，隐苏州之灵岩以终。姜埰，字如农，私谥“贞
毅”，山东莱阳人，崇祯四年进士，官至礼科给事中。明亡后隐居苏州，终生着僧服( 谢正光、范金民编:《明遗民录汇辑》，第
1133、453 －458页) 。
《宜兴亳里家乘》卷一九《殿元公陈政事疏( 第二道) 》、《殿元公廷试对策》; 卷一一《状元公分析簿引( 节录) 》、卷一九收录
的《谦茹公甲申五月五日恸哭诗十首》、《谦茹公病中吟并序( 节录五首) 》。
《宜兴亳里家乘》卷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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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惜编谱者仅节录五首，其它已不见踪影。
从现存的文字来看，陈于泰入清以后做遗民的决心没有动摇。陈于泰在入清以后五年中的

表现，也证明了其言行一致。陈于泰直到顺治四年秋天，竟然仍自称为“天界寺须僧皇明废史谦
茹子”，并落于笔墨，丝毫不见隐讳。①

五、陈于泰的真实形象

陈于泰的真实形象到底如何，长期以来一直难以说清。吴梅村所撰《墓志铭》却对此提供了
详细的资料。在崇祯四年以前，吴梅村对陈于泰仅是耳闻，并不认识。因此，梅村对此前陈于泰
生平事迹描述，中规中矩，照录米开山所作的《行状》，并对此作了清楚的交代。
依梅村所言，出身名门的陈于泰，年少聪颖，曾随父游历。15 岁通经史，19 岁成为常州府学

生，天启七年( 1627) 乡试未中，遂赴京入国子监，终于崇祯四年高中状元。少年时代的陈于泰，声
色犬马，风流倜傥，“治园亭，畜声伎，簾栊花鸟，甲于郡邑”。
此番交代之后，梅村开始直接撰写高中状元后的陈于泰。此为梅村所亲见，自然颇为生动:

既贵用，峻崖检，而游从日广，寓庐如市，此酢彼酬，邀请旁午，岁且縻巨万，不以为

意。独是与田鞏诸戚畹游，余尝诤之，公听我而遂疏焉。
瀛洲故事，学士晨入晡出，试无旷期，课必成诵。公兼旬一、再至，馆师不起不揖，同

学以为言。公大愠，向客曰:李德裕言，好骡马不入行，一第误我，耐此束缚! 闻者为之
惊惧。在京同年十数辈，梁溪马素修、吴永调倡为率真会，顾名思义，宁俭勿丰，五簋之
外，增设一味，罚再举。公一而再，再而三，了无怠色。啖之者嘲之，公曰:家乡味到，不
得不出以相共也。交道之过，情无如公者。有羁人艺士困于辇下者，挟刺相从，公必资
其旅食，计其去留，士亦以此多之。

在梅村的笔下，高中状元并担任翰林院编修后的陈于泰，好交游、讲义气，一掷千金、恃才傲物、不
拘小节。不过，梅村随即笔锋一转，记述陈于泰胸有大志，好谈国事，担忧时局，不愿安于现状，并
最终出位论政，连上三疏，针砭时局，臧否人物:

公自负才具，好谈兵事，往往以国步为忧，一日语余曰:吾欲上痛哭之书，当乎? 余

曰:史职方殷，讵宜出位? 公曰:是何言也! 方今剧贼横行，所过屠灭，加以东事孔棘，内

则战守无资，外则骄兵悍将不为我用，土崩之势已成，国步可日矣，公犹勖我复事雕虫小

技耶? 自此岁有事忤珰，三疏已载入《名臣奏议》，公所指内官王坤，当即论戍，天子知
公，数拟大用，为柄臣所沮而止，于是悒悒不聊，宴会都辍。

由此可见，此时的陈于泰已经清醒地觉察到了天下危局，并极想有所作为。陈于泰三上奏疏之
事，震动朝廷，不仅引起高层冲突，而且也由此可见陈于泰的个人性格。梅村记述，稍嫌简略，兹
据有关史料稍加补正。陈于泰三疏，正史中仅有寥寥数语，难窥全豹。而在《家乘》中尚存其一，
即前述《殿元公陈政事疏( 第二道) 》，可资引用。陈于泰在该疏中提出的“盛世有当效而不效者
三、可忧而不忧者四”的观点，切中时弊，胆识过人，实为难得。其中对崇祯帝重用宦官之批评，尤
为犀利。其它二疏，惜已不存。陈于泰的奏疏得罪了当时深受崇祯帝信任的宦官王坤( 时任监视
宣镇粮饷兵马边墙抚赏等事太监) ，并引起王坤的猛烈反击，轩然大波由此而起。王坤之疏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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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宜兴亳里家乘》卷一一《状元公分析簿引( 节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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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世，其言辞激烈之程度实属罕见。如该疏一开始就称“有冒进陈于泰盗窃科名，业经鸣鼓而攻，
情知戴履不容，故意出位，指斥乘舆，排斥内珰，沽建言之名，为自固之术，第赝鼎可以闇奸，而木

天终难玷秽。”①其最后之结语，则更为出格，并直接牵涉到了当时的首辅周延儒:

第于泰灭绝天理，丧尽良心，举中外之决裂，尽归于皇上之一身，是可忍，孰不可忍

也! 顾于泰席延儒比暱之势，借端责备，欲徼进君自伐之意，文饰丑态，欲盖弥彰。于泰
谓内臣小忠小勤，臣识于泰乃大奸大诈，后必为国大患无疑矣。臣若不发一言，以救正
之，则臣之心更忍于于泰，果是内臣不识一字，有类沈同和之曳白矣。

文中所用“沈同和曳白”之典，暗喻陈于泰疏通周延儒关节而得状元之事。陈、王之争，引起一系
列连锁反应。先是大学士周延儒上疏求去②，后有傅朝佑、王志道、李长庚等纷纷上书③，或抨击
王坤之嚣张，或责备周氏之软弱，其最终的结局，是周延儒致仕，上书之人削籍，而温体仁因此获

利，升任内阁首辅，政局为之一变。
接着，梅村还不避时论，直书当时十分敏感的宜兴民变一事，为陈于泰父子鸣冤:

未几家难起，随丁外艰，有旨留任，坚辞不许。而台使以豪奴激变事上闻，兄弟遂削
籍，冤哉此一事也! 太翁居乡，素称长者，所交皆江以南理学诸君子。太翁未第时，选拔
驰声，虞山之瞿，澄江缪，梁溪之顾、高，百余名公卿子弟皆授业于太翁之门，一言一行，
为远近师表，无所谓豪者。徒以家门鼎盛，有司以磬深惭，言路以阴鸷为风采，构煽煅
炼，此终天之恨也。

梅村随后记述了陈于泰削籍家居的十年。因苏州置有房产，陈于泰常来往于苏州、宜兴之间，读
书饮酒:“家居十年，以读书饮酒为事，述作甚富，惟《易训》《诗笺》《南华创建》《三唐选赋》行于
世。有别业在吴门，浮家往还，当春秋佳日，湖山胜所，公未尝不在也。”
最后，梅村简要地提到了陈于泰的子女:“男子七，女七，孙若干人，庠序者不令公知，两婿皆

乙未进士，公不见矣。”其实，梅村在此处已是手下留情，因为陈于泰的妻妾之多，即使在当时也是
令人咋舌的。《家乘》中倒是对此作了明确的记载，不妨全录于此，由此也可对陈于泰及其子女的
婚姻关系有个全面的了解:

配常郡辛丑进士大理寺卿吴讳亮女，封安人，生于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八月二十五

日，卒于清顺治十三年丙申正月十六日，享年六十岁，合葬张渚黄龙山。长玉铉，吴安人
出。玉璜，侧室张氏出。玉铸，侧室陶氏出。玉田，侧室吕氏出，继于鼎后。玉瑞，欧氏
出，继于熙后。玉铨，夏氏出，继庶母袁氏。玉鉴，吕氏出，孺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二年甲
寅六月初三日，卒于清顺治二年乙酉七月十七日。玉镛，杨氏出。女七，长适常熟南赣
巡抚陆问礼次子廷福，乙未进士，温州知府。次适礼部主事吴洪昌子贞度，乙未庶吉士。
三适丹阳天津巡抚贺世寿侄太学生炌子王素，俱张氏出。四适无锡进士兵部主事吴其
训子勿修，举人。五适溧阳密云巡抚马成名次子兆凖，岁贡生。六适苏州郡庠生申芳子
颛生，申文定公之四世孙、大参用懋之孙也。四与六七欧氏出，五谈氏出，七继实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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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监视宣镇太监王坤为科臣陈于泰力排内员乞免谢奸事题本，崇祯六年，正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
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 82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大学士周延儒为因言求去事奏本，崇祯六年正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
第 82册。
《明史》卷三〇五《宦官传二》、卷二五六《李长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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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陈于泰与周延儒之间的真实关系

陈于泰与周延儒之间的关系，涉及陈于泰的评价，事关重大。但这一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抵
牾之处颇多。前引相关材料皆强调两人关系密切、交通关节，但也有少数人为陈于泰据理辩诬
的。如与陈于泰之弟陈于鼎曾有过交往的谈迁，曾对此事有过澄清:

辛未状元宜兴陈于泰，为首辅周延儒表弟。故事，会元策另封。有二锦衣官问知太
仓吴伟业也，另封矣。阁拟于泰、伟业及夏曰瑚第一甲，上如之。御前拆封，首辅高声
曰:第一甲第一名陈于泰，常州府宜兴县人。不觉汗出浃背，幸上不问。伟业谒周，周
曰:以吾当国，而拔宜兴人状元，天下其谓我何? 又语于泰曰:事有不辨而自明，有辨之

而后明。今吾弟首胪，虽辨之，谁为明我者? 先是，周买陈氏宗人宅，毁其家庙，陈氏攻
之，实非有私也。于泰倨诞，亦不执师弟礼。①

持同样看法的还有归庄，其《杂著·随笔二十四则》称:

辛未状元为陈于泰，世皆疑宜兴周相公私其邑子，其实不然。盖周与陈，虽同县至
亲而殊不相得。周尝买一故家之宅，祠堂在内，亦迁出之，陈时犹为诸生，率宫墙之士攻
之。陈之父素无赖，里中有陈四倭子之号，会试放榜，周见陈姓名，愕曰:陈四倭子之儿
亦中耶! 及廷试，例一甲三名于御前拆。第一名则首相亲拆，周宜兴拆讫，第一甲第一
人陈于泰，直隶宜兴人。周汗出浃背。虽主眷方隆，未尝致疑，而士林则窃议之，周亦不
能自白。有乡人蒋某官，与周臭味不同，而知其事独详，却力为白之吴司成云。②

谈迁、归庄之记载，内容基本相同。两人虽为陈于泰力辩，但有关的信息却大有问题。如两人所
记的周氏买宅之事，完全是张冠李戴。其实，购房者并不是周延儒，而是陈于泰的父亲陈一教。
卖房者则是已故原任吏部右侍郎徐显卿的儿子徐元芳，而徐显卿曾是陈一教的业师。陈一教此
次购房，先典后买，两次分别付银价 700两和 1 200 两，银房两讫，没有异议。问题出在陈一教竟
然把房中供奉的徐显卿遗像，弃之大街，从而引起强烈不满。③ 再如陈于泰与周延儒的关系，谈迁
称之为表兄弟，归庄则说是“同县至亲”，前引其它材料更是众说纷纭，但实际上谁也没有说清，长
期以讹传讹。根据有关族谱记载，陈周两人确实有亲戚关系，因为两人皆娶宜兴北渠吴氏。周延
儒之岳父为吴宗逸，宗逸之父为同行;陈于泰之岳父为吴( 宗) 亮，亮之父为吴中行。同行与中行
为亲兄弟。简言之，陈、周两人的岳父为堂兄弟。④ 因此，两人关系如称之为“姻娅”或姻亲尚说
得过去，但绝对称不上是什么至亲。
其实，陈于泰与周延儒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周延儒绝对不会像有些记载所言的那样，为

陈于泰通关节，让其高中状元，事实上也做不到。相反，周延儒为避嫌，对陈家之事未必热心。而
陈于泰面对资历、地位远高于自己的周延儒，也不得不屈尊而执弟子礼，至少在表面上应该如此。
吴梅村在《墓志铭》中曾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描述陈、周两人的微妙关系:

庚辰、辛巳之间，国家急于用才，谕吏部开列废官姓氏进览，而公名独遗。一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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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谈迁:《枣林杂俎》《圣集·科牍》“首辅乡人状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归庄:《归庄集》卷一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祁彪佳:《宜焚全稿》卷二《周文爙招》，《续修四库全书》《史部·诏令奏议类》，第 492册。
宜兴市档案馆藏:《( 宜兴北渠) 吴氏族谱》《世表》。宜兴市档案局宗伟方先生对此提供了帮助，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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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王重归金坛，公之同门也。公诘曰:天子口语，授公举废，置我兄弟不得列于冗员散秩
之下，此说何? 王从容出箧衍，视以周相手书，云兄弟词林可为之地。公曰:吾固知君非
齮龁我者! 相与携手登舟，坐于氏云林快饮累日，洒然而别。公之性率正如此。
周相再召，公以师生之礼往送之。客去公留，语周相曰:天下事已不可为，师能坚

卧，谢东山，不是过矣。周相曰:子之言甚善，但当宁宵旰以待，何忍负之? 公退而言曰:
吾见其败矣。再岁信然，咸服公之前知也。

梅村此段文字，意在说明重新执政的周延儒，不仅没有为陈于泰、陈于鼎兄弟的复出尽过力，反而
是起了反作用。而陈于泰却不计前嫌，曾执师生之礼，拜访过周延儒，并出于好意力阻其重新出
山。这与常见的记载大不相同。

七、结 语

如果按照其入清后的表现，陈于泰确实可以被归入遗民一类。但清代史家留下的陈于泰形
象，不仅与之大相径庭，而且其相关的记载也严重缺失，舛误百出。陈氏家族豪奴横行家乡并最
终引起崇祯六年宜兴民变一事，是陈于泰历史形象得以定格的重要原因。崇祯六年，宜兴乡人因
不满陈家及另一乡宦徐廷锡家的豪奴横行乡里而进行反抗，最终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民变，不仅

引发了命案，而且还给陈、徐两家及其他几家富室造成了惨重的财产损失。后续的焚掠还波及周
延儒家族。这一事件，为当时的江南大事，惊动朝野，崇祯帝曾严旨彻查。其结果是当时已致仕
家居的陈一教气急身亡，而在翰林院的陈于泰、陈于鼎兄弟则被勒令削职回乡，丢掉了官位。
缙绅发迹之后的求田问舍、不知节制，是晚明的恶习。陈氏家族一门高官，自然也非等闲之

辈。尤其是父亲陈一教，更是敛财的高手，数十年内就积累起可观的家族资产，其途径和手段当
然也绝不会像他们父子所自称的那么冠冕堂皇。晚明缙绅的敛财恶习及其恶果，引起当时极大
的民怨，因此宜兴民变之后的陈氏父子，一时成为千夫之指，也势所难免。此外，陈于泰之弟陈于
鼎在清初的降清出仕，以及后来因“通海案”而最终被杀的经历，更让陈家的历史评价雪上加霜。
在某种程度而言，宜兴民变实际上已经给陈于泰的道德形象定了格，并使其成了晚明缙绅贪

婪形象的符号。更可悲的是，随着明亡之后汉族士人痛定思痛、自我反省的不断深入，加之新朝
的有意渲染，陈于泰的这一形象不仅在身后毫无反转的可能，反而还被继续强化。陈于泰在明清
鼎革中的真实表现，自然也被有意无意地忽视。
许多本应面世的资料，或因文网日剧、或因作者( 或编撰者) 忌讳等原因而长久尘封甚至湮

灭。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前引吴伟业( 梅村) 曾为陈于泰撰写过的《墓志铭》，以及钱谦益为
陈一教撰写的《中大夫参政陈公墓志铭》等重要文献，最终被有意剔出了两人的文集，几乎不为世
人所知。也就是说，相关史料的流传具有明显的筛选和淘汰过程，而其原因就是陈于泰早在明亡
之前就已确立的不良道德形象。公私史家所择取的只是符合其形象的典型材料，而与此不符者
则被有意遗弃。与此同时，大量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坊间传闻，又不断被转抄互引、广为流传，
最终使陈于泰卷入了万丈深渊，再无出头之日。
陈于泰的问题，应该不是明末清初士人评价中的孤例。尽管目前仍无法确定这一例证到底

具有多大的典型意义，但它至少可以说明，长期以来被视作定论的某些明清之际的人物评价，未

必一定符合传统史学的客观标准，也与历史的真实有较大的出入。这一实例也再次提醒我们，由
于明清之际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一时期的士人评价之难度要远远超出一般。

( 责任编辑 朱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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